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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许多民间宗教及其仪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

兴。本文运用布迪厄、常人方法学等有关实践理论，通过完全参与观察方法，深入描述了福建莆

田民间宗教“谢恩拜忏”这一仪式的具体过程，并着重分析了这一仪式在场域创制、权宜实践

和历史隐喻三个方面的深度意蕴: 以宗教仪式特有的符号和象征创制为基础，以多方参与主体对

仪式禁忌和规则的权宜再生产为主线，以剧场游戏和历史隐喻为形式，逐步推进仪式实践的时空

流动和参与者的情感变位，从而协同绘制了一幅涵括村落共同体与家族的集体意识、传统社会延

续的性别格局和帝国政治的历史隐喻等因素混融在一起的行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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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宗教史册，“中国不但有一部道教史、佛教史，还有一部变幻难测、扑朔迷离、盘根错

节、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

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法治

建设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落实，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不断在交流碰撞中演进，人们的思

想观点也越来越多元化，而紧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断得到落实，许多民间宗教和仪式再度活

跃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村落习俗当中，并逐渐沉淀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和各种地方文化体验中极

其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适时适切考察不同形式的宗教或民俗仪式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和实践特

征，对于进一步理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动逻辑的时代变化和传统复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引言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部，其悠久的地域社会历史演变早已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民间宗教文化。
近三十几年来，闽西的罗教和客家的 “接珠”仪式、闽南的开漳圣王信仰、闽中的妈祖信仰等

诸多民间宗教及其仪式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复活复兴。学界对此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林国平指出

福建民间宗教复兴的关键原因在于农村脆弱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巨变以及文化多元化②; 李志鸿

调查研究了闽西 ( 以及闽、赣边界) 罗祖教的宝卷及其宣卷仪式的活态特质，指出其倡导 “吃

斋”“念佛”的修行法门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重要影响③; 钟晋兰对福建宁化客家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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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珠”仪式做了多次田野调查，并通过该仪式分析了当地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① 钟建

华、汤漳平等人分析了开漳圣王信仰的历史与当代意蕴。② 莆田市地处闽中，也是一个民间宗教

活跃和信仰仪式丰富的地区③。妈祖信仰文化就是莆田地区对中国乃至世界民间宗教文化的一大

贡献。妈祖信仰文化的历史、信众的地理分布、仪式仪轨、社会功能等方面内容受到广泛研

究④，除此之外，莆田地区还有许多宗教文化现象引起学界的关注: 郑振满通过对莆田江口平原

的神庙系统和祭典组织的调查，深入分析了村庙祭典的组织形式，并详尽探讨了血缘关系与地缘

关系在社区发展中的互动过程⑤; 林国平、何善蒙等人对莆田三一教的思想体系、仪式 ( 入教、
会道、诞庆) 等作了理论分析和田野考察，何善蒙、王廷婷认为仪式使得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

能和道德教化的价值得以实现⑥; 俞黎媛、陈松青对莆田金幢教的信仰体系、组织结构、宗教仪

式和发展困境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⑦; 丁荷生 ( Kenneth Dean) 等人研究指出，莆田平原拥有丰

富多彩和热情喧嚣的公共仪式，包括每年元宵节壮观的游神、戏剧和牵线木偶戏表演，以及佛

教、道教和三一教仪式⑧; 吴重庆强调莆田孙村元宵集体仪式 “呈现了社区成员在以群体而非个

体形象出现在神面前时人神之间难得一见的特殊关系”⑨。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以上研究更

多是从外在观察者的角度来开展的定性研究。从研究者所关注的民间宗教活动的性质而言，以上

研究也普遍侧重于公共性宗教活动这一领域。事实上，莆田地区还有很多私人性的民间宗教仪

式，而且有一部分宗教仪式活动通过完全参与的方式来观察和体验，必会更加丰富对莆田民间宗

教活动的理解和研究。
“谢恩拜忏”宗教仪式在莆田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力，它一般是以家庭或者家

族为单位来举办仪式，因而更多是一个私人性的民间宗教仪式。其仪式过程中以家族为单位的群

体戴枷出外游走的乞化环节最具有吸引力，时常引来村民们的观看、共感、默认和支持，这又表

明了私人性民间宗教仪式的公共性朝向及其对农村社区生活延续和文化认同增强的重要性。晚清

莆田最后一名进士张琴在他编纂的民国 《莆田县志》对这一仪式的历史和重点环节做了相关记

载，指出这一仪式可能源于宋徽宗时期。1994 年的 《莆田县志》中记有: “谢恩”是一种较大

规模的酬愿仪式，多与“拜忏”一起搞，是喜庆之俗瑏瑠。郑莉通过对莆田东华 “谢恩”仪式的

田野调研，考察了私人性宗教仪式与社区关系，她认为 “谢恩”仪式在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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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中，有助于修复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缓和社区内部的矛盾冲突，因而也是社区性宗

教仪式的必要补充①。
本文田野考察的“谢恩拜忏”宗教仪式是 2006 年 12 月 11 日 ( 丙戌年十月廿一) 至 12 月

15 日 ( 丙戌年十月廿五) 在笔者家族世代继承的金幢教②佛堂里举行。该仪式主要包括有以下

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斋戒”及仪式准备: 举行 “谢恩拜忏”仪式的所有家族成员提前吃斋

三天 ( 在仪式举行期间也要吃斋) 以及仪式初期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是 “乞化”: 家族大

部分成员扮演成“囚犯”，身着素衣、脖戴 ( 挂) 枷子、手提篮子，集体游走到村里或者邻村进

行乞化乞讨; 第三阶段是“赦枷”: 道士通过仪式为戴枷“囚犯”卸掉枷子，表示子孙后代从先

人罪业中解脱出来，整个家族后代也从仪式中获得功德圆满。另外，值得交代的是，举行“谢恩

拜忏”宗教仪式的经费预算是人民币 5000 元，由家族五兄弟平摊，每兄弟家出 1000 元，经费主要

用于聘请道士费用、空间场所基本布置和购买各种斋食斋菜等。除了经费外，还提供主要物资植物

油 100 斤 ( 每兄弟家出 20 斤植物油) 用于仪式伙食。本文以完全参与观察获得的资料与情感体验

所形成的田野日记为基础，主要关注的是仪式本身和参与者群体的行动特征，尝试综合布迪厄和常

人方法学等有关实践理论、王斯福关于民间宗教仪式是对帝国秩序某种变形的隐喻等观点，用来分

析“谢恩拜忏”宗教仪式与其实践性特征，以期对民间宗教仪式获得一个内在式的理解。

二、“谢恩拜忏”仪式及其实践特性分析

“谢恩拜忏”仪式作为家族成员共同参与的一项集体行动，它既是一项基于家族成员对祖先

认同的情感行动，也是一项基于对村落共同体秩序遵从的传统行动。总体而言，该仪式表现出了

支配性仪式结构和变动性仪式结构③之间循环切换的复杂性，它似一种力聚合了多元实践主体和

各种文化象征符号的创制和表达，使得仪式实践的特殊性得以呈现并反过来形塑仪式的神圣性。
金泽认为宗教领域的“神圣”首先是一种属性，而不是一种物; 其次，“神圣”是在特定场域中

被赋予的属性。它是宗教的关键要素，正是由于 “神圣”的存在，人类的世界和行为才具有了

意义。④“谢恩拜忏”仪式即是在特定时空场域下，在被激活了集体意识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宗教

神圣性，显示了不同于日常活动的特有的仪式实践特性。
( 一) 基础: 仪式场域的符号与象征创制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实践的重要特性就是紧迫性和经济必需条件的约束、模糊性以及总

体性，场域是实践过程当中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

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⑤。借此观点审视 “谢恩拜

忏”这一仪式实践，我们发现该仪式一方面通过实践主体组织准备过程生成了各种象征符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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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衬仪式气氛，从而构建活动场域并着力唤醒集体表象和参与意识的庄严感，表现出了涂尔干所

谓的神圣世界和凡俗世界的符号区分①。另一方面将多方参与主体和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构化

并连带整合，同时允许了主体实践一定的自由度，基此呈现了仪式实践的具象化和世俗化。这种特

性主要体现在增设各种特定仪式符号和相关物品安排，其中包括了空间选择与布置、特定颜色的服

饰挑选、枷子的制作、仪式联的张贴、摆供桌设神位等仪式场域的各种符号和象征的生产创制。
首先，仪式场域需要一定的空间借以进行符号创制和身体实践。一定面积的物理空间是大部

分宗教仪式所赖以举行的一个现实基础。此番 “谢恩拜忏”仪式举行的地点是在面积约 200 平

米的源开堂 ( 俗称佛堂，乃是金幢教分堂) ，它是一个家族共有的宗教活动场所。仪式主要集中

利用其间约有 40 多平米面积的三官大殿 ( 见图 1) ，将其用于开展仪式过程中的道士科仪、神位

摆设、贡品陈设、跪拜活动等。此外，该仪式也充分利用了佛堂的厨房、杂房、闲房乃在院外场

地来支持仪式所需所用。

图 1 ( 源开堂) 佛堂空间布局图

其次，在服饰穿戴方面，本仪式要求参加乞化和赦枷环节的直系亲属男性孙辈穿白色衣服、
白色裤子、白色鞋子和白色袜子，而女性需要穿红色衣服、黑色裙子和白色鞋子。另外，无论男

性还是女性，每人的小腿上都需绑着草鞋，象征着乞丐的贫穷和落魄。除了服饰外，乞化和赦枷

环节用到了两种枷子，一种是木枷子，类似于古代犯人所戴刑具木枷一样制作，仅有一副，用于

家族中的长孙套戴，在木枷上交叉贴着 ( 戴枷后) 文字“武盛裏岐山境昭慶社，沐庥弟子……”
( 省略号中是戴枷人物名) ，在木枷上并竖贴着文字 “丙戌年四月廿四封，太山主愿司陈”。另外

一种枷子是用纸糊而成，只用红绳子系住，挂在脖子上即可，数量多少根据适用的家庭成员数而

调整，用于家族中除长孙以外的所有男性孙子辈戴挂。
最后，仪式场域创制还包括张贴仪式对联和神位布局等符号象征的制作安排，整个仪式场域

的庄严特性也借此凸显出来。在三官大殿的三个门以及相应的外门，张贴着四副仪式对联，这些

对联的内容有“九重天上恩可格，一炷香升福來临”， “寸心言谢酬帝阕，万福攸同庇人家”、
“虔答天恩伸寸悃，鉴观遐福赐家門”和“有求必应天心现，无愿不酬人意虔”。另外，摆供桌、
设神位也是仪式不可或缺的，三官大殿正上方横挂一条红色横彩 ( 大概有 5 米长，30 多厘米宽，

布面绣着龙凤，人物及坐骑，以及“金玉满堂”四个金色字) ，横彩下方设有五层神位，这五层

神位是用八仙桌、四桌、长条凳搭建而成，每一层高度相差 30 － 50 厘米，从上到下逐层递减。
每个桌子朝外方向的桌角都挂有桌裙 ( 桌裙面上绣着 “金玉满堂”，四字下方位有 “福”字，

“福”字左右分别是龙和凤的图案) ，每一层的桌面上供放着香炉、贡品和裱里 ( 用有色纸糊成

的梯形状纸架，高 70 － 90 厘米) ，每个裱里前面设有疏 ( 用黄色纸张糊制而成的，其形为长条

形，长约 40 厘米，宽约 18 厘米，正面正中间是一红色的长方形，边沿上有四朵莲花，朝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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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 44 － 50 页。



朵，左右方向两朵) ，每个疏正面正中红色长方形上写有各位神明名称。这些层级桌子上的神位

与三官厅正门内外的供桌上的神位一道构成了五层的神位图 ( 见图 2) 。

图 2 “谢恩拜忏”宗教仪式神位的布局图

从图 2 中诸神明名称及其位置安排来看，其中既有道教中的玉皇大帝，也有佛教中的慈悲观

音大士等本堂诸佛诸神①，可谓佛、道一家奉。同时既供奉有普敬的神明，也兼顾本地神明，比

如本宫各境文武列皇、本社尊主明王等; 另外，如天上无极圣祖、北极玄天大帝、焦面鬼王

( 阎王爷) 等，天上、地下的神明一起供奉。可见，“谢恩拜忏”仪式涉及到佛教、道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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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提到郑莉调研的“谢恩”仪式是在三一教祠堂里面举行的，而笔者调研的仪式是

在金幢教佛堂举行，两个仪式形式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是供奉的主神明则有些分处不同的民间宗教，

这可能与民间宗教的分散包容特性有关。杨庆堃曾指出，中国宗教拥有高度的兼容并蓄的特性 ( 参见 ［美］

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7 年版，第 39 页) 。另有学者从生态位合作角度分析指出，生动活泼的民间信仰主要不是生活在国

家政治里，也不是生活在严格审慎的学术定义框架里，而是活在民众的民俗文化生活中，已深深地融入百

姓的日用之道。进入民俗生活的神明崇拜，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往往是正统的儒、释、道神明与民间信仰

诸神兼而有之 ( 参见俞黎媛: 《闽台地区神灵崇拜的生态学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08 年第 3 期) 。



天上、地下，及其远近大小神明的诸多供养诚奉。正如仪式实施者叔公① “黑八”所说的那样，

道教、佛教、基督教分管世界不同领域，佛堂可以供奉道教的神明，佛道二教没有大区分。仪式

在神人之间构成某种精神性关联，这种关联又通过外在标识彰显出来，尽管仪式尚未开始，但整

个场景肃穆庄严让人感觉神明若在。
要言之，从服装设计到枷子制作再到诸神明列表等各种象征符号的创制，充分体现了布迪厄

所谓的场域是一种运作符号权力的身体和信念的投入，亦即活跃的各种实践主体之间协同式参与

的一种身心投入: 它既是多种角色的扮演和身份的展示，又是各种集体认同和经验图式的交汇所

在。不唯如此，这一仪式的场域创制过程也体现出民间宗教是一种微弱然而却对古代乡民有强烈

吸引力的“亚哲学”，它所包含的哲学观念虽然表现出 “仓促集合”的色彩，却又无限夸张其外

延和垄断力，呈现出某种“超观念”的特征②，这种超观念特征首先源于仪式场域符号生产所

形成的视觉效果，仪式场域的静态风格就是如此通过各种文字、图案、布局等符号和象征的生产

建构起来的，这为实践主体的仪式感和集体意识的确立形成感性召唤，同时也为多方参与主体的

行动自由度与仪式规则遵从之间的张力演化铺设了可理解性的情境背景。
( 二) 主线: 多方参与主体的协同实践及其对仪式规则的权宜再生产

涂尔干曾指出宗教明显应该是集体的事物③，而韦伯也从宗教作为特殊的共同体行动类型的

条件和效应来分析宗教起源④。两者都强调了宗教活动的社会共同实践这一参与特性。常人方法

学指出，实践行动具有权宜性特征，即行动并非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

情况，根据场景条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的⑤。如果从外在者看来，那些身着

道佛服装的僧道人士以及那些身着特殊服饰的参与者才是仪式实践的主体，形成了仪式活动的内

群体。但为什么这一仪式能被组织为一种集体性的力量穿梭在组织者、参与者和旁观者的不同心

理世界间呢? 除了场域的支撑和仪式符号的象征作用外，我们应把宗教仪式实践看成是多方参与

主体 ( 包括组织者、协助者、仪式牵涉的施与者等类似于次主体) 的共同行动，也许更能明白

其中的场面和行动过程的意蕴。
第一，具体到“谢恩拜忏”仪式实践主体，包括僧道人士、施与者和乞化队伍在内的协同

实践使得仪式的结构和内容之间流动起来，把家族内部、家族和村落、村落和村落之间等空间并

置连接起来，私人性和公共性共同彰显并互为补充。这种连接或者补充，涉及到了仪式规则的阐

释、遵从与再生产。聘请过来主持仪式的僧道人士相对而言被看作是仪式专业性和神圣性的表

征。在“谢恩拜忏”仪式过程中，他们界定了各种象征符号和仪式实践顺序，有效地组合人群

参与实践，引导和控制仪式流程的进行，使得整体上体现仪式之所以是仪式的特殊性所在。除此

之外，笔者观察到仪式实践中的他们并非采取严格理念类型的宗教行为，而是一系列带有偏离的

灵活组合的做法。我们从下面的田野日记可窥一斑:

全家男女老少在堂外跪拜进香。道士们奏乐诵经，他们一般是边看经书边念，有时是几

个人粘着，年轻道士视力较好还常看经文引导老年道士诵经。
早上的仪式，道士们不能诵经，所以边看经书边奏乐，边看经书边表演，他们并非专心

致志，而是互笑互相指令引导，还有的当场接听手机，整个场面比较散，连仪式本身也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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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叔公是金幢教的教阶之一，排在第二位。根据李添春《台湾佛教の特质》 ( 下) 的分析指出金幢教的教阶

为: 1. 上恩; 2. 叔公; 3. 管前; 4. 本管; 5. 首领; 6. 船头; 7. 会首; 8. 护法; 9. 众生。转引自王见川:

《台湾的斋教与鸾堂》，南天书局，1996 年版，第 54 页。
蒋海怒: 《民间宗教: 亚哲学和超观念》，《东南学术》，2007 年第 2 期。
［法］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 58 页。
［德］ 马克斯·韦伯: 《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 页。
李猛: 《常人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 54 页。



式形式化，跪拜的人有在笑，该是几拜几叩首，也是跪前跪后的人互相影响，你看我，我看

别人地互相影响，心理似乎没什么主意。卧室看电视剧，厨房煮饭，小孩玩耍的，佛堂里诸

事发生的因地而异。( 2006 年 12 月 14 日，农历十月廿四)

从上可见，僧道人士互相凑一起看书诵经、少者给老者看经书、当场接听手机等行为以及跪拜者

互相观看、三拜九叩头稀疏而作，卧室厨房等不同行为的混融，说明仪式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大杂

烩，不同程度的符合与偏离构成了仪式实践的总体，尽管更多是一系列偏离作为的组合。
第二，“谢恩拜忏”仪式乞化环节中的禁忌是要求不准说话、不准笑，但过程中对规则的遵

行也会随着时间和实践发展而有所权宜变化:

队伍开始出门时，大家都遵循禁忌，互相之间不说话、不笑。到了张姓村落，队伍开始

分散开乞讨，大堂兄开始寻户人家乞讨，接下来是几个堂弟也各自寻户乞讨，我感觉有点害

羞，母亲示意我，跟着她后面……
路上，大堂兄和大堂弟还破了禁忌，互相讲了几句话，还互相笑。值得一提的是，我们

每到一家，其家人都很会意，从不拒绝 ( 除了信基督教的家庭外) ，有的人家还大老远捧着

地瓜、地瓜片等送到堂叔挑的大箩筐里。( 2006 年 12 月 14 日，农历十月廿四)

可见在仪式的乞化环节当中，参与者对规则禁忌的遵守从开始很在意到后来的偶犯乃至互为取

笑，禁忌的作用是随着实践的延展而弱化，或者说遵循禁忌的人的心理效应被新的情境消释，逐

渐由强烈转温和甚至变成自我宽慰，成人尚且如此，小孩子就更是如此。他们年龄小，不甚懂

事，也不知道禁忌的意义有多大，而仅仅是把仪式过程当成一种展现孩童幼稚的游戏:

后来我们一行来到大姑家 ( 爷爷的妹妹家) ……两个小堂侄，由于年龄太小，不懂事，

一开始就破禁忌，讲话，还把竹篮里的两个馒头都吃了，童言童行，不能禁也! 长辈们也都

原谅他们的幼稚，甚至诙谐地取笑他们! ( 2006 年 12 月 13 日，农历十月廿三)

我们看到，一种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由于受到他人在场的影响，从而产生的一种行为加强效应，

使得互动的主体通过一种均衡性的社会比较后采取进一步行动，比如某人犯禁说话，其他人看到

了，也会尝试破禁。但综观整个 “谢恩拜忏”仪式的乞化环节，即便存在部分实践主体犯禁，

但犯禁并没有引发全部的失范，因为犯禁只是长时段中的短时段，众人中的少数人。仪式实践中

更多的是规则的片段生产过程，包括了规则对行动引导的积极倾向和实践主体对规则的灵便把

握。表面上看，仪式的禁忌区隔了仪式参与者内部和仪式参与者与旁观者的世俗化交流，表达了

仪式自身的神圣性一面; 但与此同时，又与乞讨的门户构成赠礼给红包等无声的世俗化交换，仪

式就这样通过神圣和世俗的互相成就，形成了一种力量，穿梭在不同的心理世界之间。
第三，“谢恩拜忏”仪式乞化环节中的施与者也给予仪式不同程度的配合，对仪式禁忌分有

不同程度的遵从，亦作权宜性理解。乞化队伍行进过程中，到达某外村家:

先后下来两位妇女，其中一位先捧着很多地瓜片，一下子装满了我提着的竹篮，另外一

个也同样捧着地瓜片，但发现我的篮子已满，她便改意拿出一元钱放在我的竹篮里，我似乎

被第一次乞讨这么多“礼物”给吓坏了，点头表示感谢后就走人，接下来，我几乎没去几

家乞讨了。( 2006 年 12 月 14 日，农历十月廿四)

由是可见，施与者高度配合，一方面与乞化人一起遵循了仪式规则要求 ( 不代表甚且说没有人

全部晓得仪式要求) ，促进了仪式实践的空间推演和目标达成，另一方面根据即时情境，在施与

的物与钱之间进行权宜性的转换。陌生人参与配合尚且如此，家族亲戚的配合更不用说:

后来我们一行来到大姑家 ( 爷爷的妹妹家) ，因为大姑有两个儿子，所以捧出了两大盘

的米粉和地瓜，严重膝关节炎的大姑也一拐一拐地出来，给我们几兄弟的枷子挂上红包

( 给枷子红包，意思是说枷子从未到过的亲戚家，为了表示对它的欢迎，而给红包，表示祝

福之意。红包所包的钱多少，没有规定) ，同样是无言，用表情和手势语交流…… (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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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农历十月廿四)

要言之，仪式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参与者、旁观者、外在的、内在的、结构的、权力的，以

及身体、性别、语言等等一切混融在仪式的实现过程和规则的再生产中。不同的心理世界间，因

形式而感受，因行动而交接，这并非强调对规则的绝对和全面的遵行，总是存有部分的、局部

的、片面的、片段的理解、意会和践行。恰恰是这种貌似偏离的非常态才比较真实和具体地演化

了仪式实践本身。可见仪式实践具有深刻的复杂性: 它一定得依托于具体人的能力和认知，建基

于具体的场域、以资能用的资源和特殊的情境当中。
( 三) 形式: 剧场游戏与历史隐喻

设若以荒诞的角度看，把仪式看成是一群成年人设置并参与其中的游戏，那么仪式的准备和

组织、实施和展演就是一个实践游戏的过程。尤其是某些仪式环节借助剧场视角进行想象和比较

的话，以近乎戏中戏的方式让我们更能看清楚宗教仪式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或现实秩序的隐喻、
模拟和再现，这种秩序隐喻、模拟和再现是对目标秩序意义的再解释，使之发生变形，委从仪式

实践的需要，但表面上具有很强的娱情色彩。
王斯福通过对台湾民间宗教的调研分析认为民间宗教和国家秩序存在着某种意义变形的隐

喻，一方面展现与帝国政治的联系景象，另一方面这种表演与表象完全不同于那种对地方和权力

的呈现，虽是紧密相关，却完全不同①。“谢恩拜忏”仪式实践的隐喻体现在传统男权中心的性

别格局、帝国官僚制和日常生活的道德布施上。
首先，在对性别分工和仪式秩序隐喻上，整个仪式除了供品只能由男性制作外， “谢恩拜

忏”仪式的乞化环节更突显出性别格局的特点，乞化群体中男性穿白衣白裤，戴枷受刑，走在

队伍的前面，女性红色着装，手提篮子和扫帚，走在队伍后面，并且女性的辈分被弱化，作为一

个整体行走在男性群体之后，但男性群体仍然尊崇辈分大小按辈分组成行列前进。仪式依赖着空

间的尺度传达了权力体系，象征性装饰表明了空间的所有权，从而也确定了控制和权力②。体现

出男权中心的传统色泽，是传统家长制在仪式实践的秩序隐喻。
其次，除了性别格局的秩序隐喻外，赦枷环节中带有戏剧的情境演示更可见古代帝国皇权官

僚秩序的隐喻意蕴，尽管这种隐喻是对一种天上、人间抑或地狱的穿越:

先是诵经，跪拜一番，而后“黑八”模拟剧情，他是奉玉皇大帝之命来见我们几个戴枷

受刑的“犯人”，先是问路: 武盛里岐山境隆明宫昭庆社朱开兴家怎么走? 其同伙回答: 过了

这山那水，一重又一重，弯了弯就到。等“黑八”问到家门时，又确认一番，要求我们逐一

报名，而后又催我们绕桌走一圈，接着是大婶带人送饭去“探监”，看望吾等受刑之人。“黑

八”又索要一个又一个红包，二伯就端出一盘 120 个红包，里头是 4 毛一包，刚开始“黑八”
念了一个又一个索要红包的神明，最后一句话福禄寿齐，要把所有红包都抢走，方才让大婶给

我们诸“受刑”犯每人一口饭，然后又开始释放环节，我们诸兄弟跪拜在地，又是经过念经

奏乐一番，各亲戚给枷红包，私亲私挂，然后用红布蒙盖一下，脱了一身白色装和黑头巾，跑

步回家，把红布放在家里，又跑回佛堂，仪式就结束了。( 2006 年12 月14 日，农历十月廿四)

这是仪式赦枷环节的高潮部分，通过戏剧模拟，呈现了“长官”提审“群犯”、家属送红包贿赂

“长官”、最后“犯人”全部赦枷释放回家的场面，仪式以游戏方式达到高潮并结束，一回又一

回的非严肃性问答加强了观看和参与的气氛，一次又一次来回送红包最后又全部抢走红包的行为

激起了在场者的层层游戏感和多维热情的释放，无论是戴枷 “罪人”快乐坐审，还是观看者欢

快协同表演，乃至“煽情点火”的道士们，都互相强化了剧场在场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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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谢恩拜忏”仪式餐会中的乞丐桌的安排和实际享用者之间的名实不符更显出了仪式

实践的游戏特色，隐喻着自古以来对弱者的道德施舍:

中午是诸家亲戚、公家亲戚，雇佣之人，聚餐，吃斋食，……一共办了九桌，在堂外办

了两桌乞丐桌，意在用来招待上门的乞丐，那天下午，只来了一个准乞丐，村上一位神经不

太正常但行动清晰的中年男子，家里给他面条吃，完后他居然不走，最后大伯又给他烟，但

他还是没有走，最后不知是谁给他几毛钱或一块左右的钱，他才离去。他算准乞丐，堂外的

乞丐桌并不空闲着，人多桌少，连乞丐桌都坐满了人，大概有十几道菜，面条，豆腐，面

筋，栗子，龙眼等等，以雪碧代酒。( 2006 年 12 月 14 日，农历十月廿四)

乞丐桌本是用来招待真正乞丐的，但实际上真的乞丐来了却并没有给他安排桌席，乃至是用日常

生活中招呼乞丐行讨的方式 ( 比如给碗面吃、给点小钱) 就打发走他。乞丐桌徒有其名，最终

用来招呼坐享餐食的非乞丐者。也就是说，家族成员尽管身处 “谢恩拜忏”仪式当中，但并没

有 ( 似乎也许也没有必要) 将仪式要求贯彻到底去照顾到真正的乞丐，尽管自身曾扮演 “乞丐”
出外“乞讨” ( 即乞化) ，但根本没有乞丐这一仪式身份感，恰恰把这仪式身份看成是剧场角色，

为了完成某种外在于剧场的目的而走走形式过过场而已。因此，仪式说到底从属于人们的社会生

活实际 ( 即便有某种程度上的变形，比如陌生家庭也给乞化人群食物或者钱，但不一定给真正

乞丐钱或者物) 。
总之，仪式实践一方面承认剧场游戏，是因为剧演有着集体欢娱的特点，更确切是说，仪式

剧场通过集体欢娱强化了家族成员的认同和归属感，并廓清了家族宗教仪式中对祖先认同的内在

价值及其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又否定剧场的游戏色彩，一以贯之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处理宗教仪

式牵涉的生活物资分配当中，对家族外人据以行事的法则更多是经济的思考而非面子和人情的问

题，这可能与乡村熟人社会关系弱化有关。但是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与认同并非弱化，从个案中

可以看到，同一家族的子孙后代，有的出外经商，有的出外求学等都被 “谢恩拜忏”仪式活动

所要求而回到家中参加仪式，履行着作为家族子孙的孝道义务。吴重庆认为这种貌似非理性的人

情消费，视为一种生产性的开支①，意义在于参与其中的家族后代得以整合家庭情感和血亲认

同，强化了他们作为家族一分子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结语与讨论

以上从场域创制、权宜实践和历史隐喻等三个维度对 “谢恩拜忏”宗教仪式实践所做的初

步分析，即认为这一仪式是多方参与主体协同实践的场域创制过程，于实践中体现禁忌和规则的

权宜生产以及对传统性别格局、社会政治体制和日常生活中道德施舍的某种历史隐喻等，无非是

力图通过理论反观来增强对这一仪式存在性的抽象化想象和实践关注，从而把握一种传统在急速

社会变迁时代是如何展现自身的生命力。从本个案当中，我们不难看到宗教仪式实践从表面静观

延伸至动态仪式实践的连续统性质，动静结合成为仪式实践丰满的景观，而景观当中少不了多方

参与主体的实践轨迹。杨庆堃认为，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

的。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坛散落

于各处，比比皆是，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表

征②。宗教仪式涉及的多元实践主体和复杂的符号生产，以及结构式的社会历史隐喻，无不显示

出宗教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个影响当然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仪式当中，它还会体现于一定地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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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宗教影响的信仰圈乃至观看者的心理意象。但是从抽象理论到具体个案分析，这样是否模糊了

个案的特殊性? 而从个案片段展示来验证理论维度的有效性，是否也陷入难以走出个案的困境

呢? 不过，我们或许承认，部分 ( 个案) 与整体相互生成，都是关系性存在①。莆田地区的许

多民间宗教仪式是处于与其相适应的社会认可所形成的关系链条里面，在一定互为关联的社会民

俗环境当中实现自身的实践运作和社会教化功能。这种关系性，个体和整体都不是单独性存在。
而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之间既内在关联又不能互相还原②。这就意味着我们运用理论审视个案的

同时审慎地认识到它与整体的内在关联与区别，同时在强调个案特殊性的同时，也要关切它与整

体的关系性存在。
正如毛斯所指出的，我们到处都处于一系列行为的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合成之

中。这些行为在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历史中或多或少都是常见的和古老的③。民间宗教仪式呈现

出来文化行为的多向性和多元性，一方面是建基于历史积习以来的场域符号运作和象征生产，另

一方面又结合主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不同手头库存知识及其行动策略而显示其特殊面

貌，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宗教复杂而古老的神秘魅力。马西沙、韩秉方曾指出中国有着领域广阔的

宗教文化，正是宗教曾经构成了绝大多数人精神生活的支撑点和最后归宿，成为那一时代人类意

识的核心内容④。而民间宗教更多通过其仪式的复兴体现出来，又因时代变迁，这些宗教仪式一

方面力图保留原来仪式的规范要求，另一方面又适时根据宗教场域做出策略性的调整。这些仪式

的组织安排、环节展开和人群聚合及其各种心理暗示的符号象征等都显示出民间宗教在社会生产

生活、情感认同等方面的特殊价值。

( 责任编辑: 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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